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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三维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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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清末民初，由于战乱、灾荒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分布差异，一条从陕北北部向南部迁移的路线即“下南路”逐渐形

成，这种自发而又零散的移民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 在陕甘宁边区应对财政危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及

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因应时势，逐步完善移民政策，将自发、零散的“下南路”移民活动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并同

群众密切结合而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就此而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兴起是历史传统、
现实矛盾及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在合理调配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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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长期面临复杂棘手的移难民①问题：一方面，大量来自

沦陷区和国统区的移难民涌入边区，同时边区内部也存在人口流动现象，须妥善应对和处理；另一方面，在大

生产运动背景下，官方亟需通过移民以促进人口合理布局，进而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 在加强社会保障和大

力发展生产的双重目标下，妥善安置移难民并鼓励其参加生产成为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同边区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正因如此，边区的移难民问题向来受到学界重视。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主要讨论了边区

移难民的迁移原因、来源、数量变化、职业构成以及边区政府的优待政策、安置措施、工作成效和影响等问题，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② 但相对而言，边区的“下南路”移民运动被湮没在宏大的移难民叙事

当中，现有研究对此关注相对不足。 实际上，尽管“下南路”移民活动由来已久，但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下南路”由历史上农民自发的逃亡路、谋生路成为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富裕的翻身路、致富路，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拟通过梳理“下南路”移民活动从自发、零散状态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历史

过程，结合近代陕北地区的移民传统、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社会状况以及党和边区政府解决移难民问题的思

９４

①

②

“移民”指出于各种目的和动机离开原居住地的人，“难民”指受外力压迫下被迫离开原居住地的人。 由于边区兼而有

之，且不易区分，因此一般统称为“移难民”。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张志红《初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殷都学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高冬梅《陕甘宁边区

难民救济问题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严艳，吴宏岐《陕甘宁边区移民的来源与安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汤春松《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移难民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宋
炜《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陕甘宁边区移难民安置为个案》，《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等等。



路与具体政策的调整，探究党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利用传统资源以应对复杂时局的历史经验。
一、历史传统：近代“下南路”移民活动概观

虽然传统乡土社会历来安土重迁，但中国历史上移民活动依然十分频繁，除了省际大规模移民，地区性

人口迁移更是不胜枚举。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动荡不安，逃荒移民活动屡见不鲜。 古代

陕北民众逃荒大致有三个方向：“下南路”“走西口”“东渡黄河”。 其中，“下南路”亦称“走南路”“跑南路”
或“滚南老山”，指的是陕北绥德、米脂、榆林、横山一带民众南移谋生。 陕北中东部各县如绥、米、榆等地人

口集中，“一遇灾荒年，人口就自发地向南部诸县迁移”，［１］１８因为对于这些地区的贫苦农民来说，“延属各县

的荒地和人手不足的农场一直是一个安全阀”，［２］９２足以保证渡过灾荒。
早在清末民初，“下南路”移民活动就已相当普遍，这主要缘于当时频繁的战乱、灾荒以及由此导致的两

地人口分布差异。 同治六年（１８６７），西捻军受清军逼迫转入陕北，并与回民起义军配合作战，最终在清军左

宗棠部的镇压下得以平息，但战乱使得陕西、甘肃人口锐减，给陕北民众带来沉重灾难。 在元气未复之时，光
绪初年（１８７７－１８７８）爆发的“丁戊奇荒”又波及整个西北，引发陕西中北部地区“新的迁移浪潮”。［３］１９６由于

经济条件相对较差，陕北虽处于灾荒的边缘区域，“但其人口损失相对比例可能不比灾荒中心的西安、同州

两府低多少”。［４］３５７总之，同光年间的战争和灾荒使陕北人口大幅减少，据民国《甘泉县乡土志》记载：“本境

户口，经同治六年先以兵荒，继以疾疫，终以野狼伤人，于是逃亡者过半，后复经光绪三年奇旱、二十六七等年

饥馑而逃散死伤者又去其十之七八。” ［５］４１１不过，由于各地的防御能力和恢复能力不同，战争及灾荒的破坏程

度在陕北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对保安、延安等南部各县农村社会的肢解破坏远大于绥德、米脂等北部各县。
晚清时期绥德州、榆林府同延安府人口变化趋势的不同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见表 １），具体到县份也是如

此：１８２３ 年保安县人口为 ５．１ 万人，到 １８６８ 年只剩 １７０ 人，１８２３ 年延安县有人口 ６１２００ 人，到 １９３０ 年人口仅

约 １ 万人；相比之下，绥德县 １８２３ 年的人口是 １１．３ 万人，而 １９３０ 年却反增至 １５．２ 万人。①

表 １　 晚清时期陕北地区人口变化情况表

单位：万人

１８６１ 年 １８６７ 年 １８７６ 年 １８８０ 年 １９１０ 年

绥德州 ３５．７ ３２．１ ３４．５ ２５．９ ３４．５

榆林府 ６２．２ ４１．７ ５０．６

延安府 ７０．６ ３０．０ １５．３

　 　 资料来源：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 ５ 卷（下），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９９－６００ 页。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陕北自然灾害频发。 由于延安地区灾情相对较轻，且有着相隔较近、地广人稀等地

理优势，所以“绥德、米脂、横山一带的饥民逃荒来延安” ［６］９０的移民明显增多。 尤其是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 年榆林地

区连年大旱，鼠疫、霍乱等疫病相继流行，人口损失惨重，“逃亡山西、延安等地者甚多”。［７］１２９但是，不论是清

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下南路”移民都缺乏关注，也没有能力应对这一社

会问题，陕北人口“终未恢复旧观也”。［８］７０４ 其主要原因在于，陕北南部“各县对于垦荒人民，无切实保

障”，［９］５２导致灾民多裹足不前，即使迁移也根本无法安身立命，往往渡过灾荒稍有积蓄后即返回原籍，或继

续迁徙逃亡。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中共陕北特委发现延安地区土地多半荒芜，且耕种者以绥、米一带破产农

民居多，但是每年所获 ２ ／ ３ 都要用来交租纳税，因而移民“不特不增加，反而偷跑，以致虽有土地也无人耕

种”。［１０］４０７与此同时，人口稠密的绥、米、葭、吴、横等地土地集中于地主手中，农民遭受来自地主、豪绅、军阀

和官僚各方异常残酷的剥削，农村经济趋于破产。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当时政府对移民不闻不问，任其自

流，不加以保护，移难民就无法存在”，［１１］人地矛盾非但无法解决，甚至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撕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战乱和灾荒相互交织的局面，陕北党组织在开展救荒的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思

想主张，“宣传灾荒的社会根源，以发动农民瓦解国民党的军阀统治”。［１２］１０４这成为陕北红军、革命根据地创

０５

①相关数据源于纪保宁（Ｐａｕｌｉｎｅ Ｋｅａｔｉｎｇ）《延安道路的生态起源》，参见《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延安民主模式研究

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９７ 页。



建与发展的重要契机，为抗战时期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
二、现实矛盾：陕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生态

陕北地区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生态环境异常脆弱。 在这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作用下，
“下南路”移民活动在抗战时期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愈发活跃。

（一）苛政与战争

陕北政区变迁频繁，政治环境异常复杂。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国民党统治集团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三次大规模

“围剿”，国民党军队对百姓勒索敲诈、强征民夫、烧杀抢掠，人民无不怨声载道。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加剧，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划绥、米、葭、吴、清 ５ 县为警备区，由八

路军驻防。 但是，由于国民党对边区具体管辖范围长期拖延未予答复，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的县政府机关

仍然设立在县城，同时又有八路军驻守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救国会活动，形成“两种政权机构并存的状

态”。［１３］２１国民党派任的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何绍南不仅积极反共，破坏统一战线，而且横征暴敛，人民深受

其苦，遂纷纷逃离南下。 １９３９ 年秋绥德地区遭遇旱灾，加上捐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乃相率逃来边区谋

生，多聚集于延安市区及县区”，［１４］自 ３ 月以来总数已达四五千人。 为确保边区社会稳定，促进各项事业的

发展，边区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将专事摩擦的国民党地方官员驱逐出边区。 １９４０ 年，绥德警备区 ５ 县全境获

得解放，纳入边区管辖，并据此设立绥德分区。 但几年来持续的荒旱导致“饥民载道，多吃草根糟糠度

生”，［１５］尽管边区通过发起“节省一两米运动”以及募捐活动救济绥德分区，南下民众仍然络绎不绝。
全面抗战时期，虽说边区总体处于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但黄河东岸的日军不断侵扰绥德地区，频繁的

轰炸和炮击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不小的威胁。 据边区救济分会统计，吴堡、葭县、绥德、清涧 ４ 县民众“被炸

死者就达 １８２ 人，炸伤 ５４２ 人”。［１６］３９ 大部分灾民虽经安置照顾，但生活仍很困难，“尚有一部分流落他

乡”。［１７］１０３１９３８ 年 ３ 月，日军连日炮击绥德、吴堡一带，国民党当局却“用打骂代替教育”，大肆强拉民夫且克

扣饷银，部分群众“怕抽壮丁向延安一带逃跑”。［１８］可见，战争威胁成为许多民众迁徙的又一诱因，绥德地区

群众或为躲避战乱或为逃避兵役纷纷“下南路”。
（二）灾害与生态

生态破坏与自然灾害往往相伴而生、相互作用。 人类无节制的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进而引发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发；反之，自然灾害除了对人类与人类社会造成危害外，同时对生态环境也具有很大影

响，“并通过自然生态环境功能结构的破坏反作用于人类与人类社会”。［１９］２１中国历代尤其是明清时期陕北

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使得植被破坏严重，造成土地荒漠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资料显示，１９２６ 年榆林府所存

树木“仅少数之杨柳而已”，［２０］９２沙漠已侵入该地且有进逼内地之势。 时人描述：“北风一起，即旋捲南侵，榆
林之鱼河堡，原为沃土，今已为黄沙埋其大半矣。” ［９］５２到抗战时期，风沙进一步南侵，陕北民众生活环境受到

严重影响。 延（安）绥（德）道上，“风沙弥天，暗不见人”。［２１］陕北的沙漠逐渐向东南方向移动，已经侵吞了榆

林、横山，其南缘已经到达绥德南部的米脂城。 所到之处，田陌变沙滩，气候干燥，环境迫使人们生活不下去，
“绥米一带的居民一批批地向边区森林里面迁居”。［２２］２８

由于生态环境恶化，陕北自然灾害也随之变得频繁，“在边区内部形成了大量的移难民”。［２３］５７边区地处

黄土高原，气候多变，雨量不均，灾害频发，其中陕北北部更是灾害高发地区，每年都会受到旱、雹、水、风等多

种自然灾害的破坏，旱灾尤其频繁，素有“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的说法。 然而，传统农业社会异常脆弱，
农民基本靠天吃饭，往往无力应对灾害。 除了坐以待毙，逃荒便成为农民活命的唯一出路。 １９３９ 年靖边县

遭遇大旱，庄稼绝收，“流离外移者络绎不绝”。［２４］３０５由此可见，由于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在自身力

量有限的情况下，“下南路”就成为众多陕北民众的现实选择。 基于此，边区创造了“移民救灾”的方法，组织

灾民“下南路”开荒，通过自给生产度过灾荒。
（三）土地与劳力

“下南路”移民活动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地矛盾。 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限制，陕北北部人

口稠密、南部人口稀少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而且黄河东岸不断有移难民越过黄河涌入绥德分区，①

１５

①尤其是靠近黄河的吴堡县，１９４２ 年 ４ 月间逃入 ６０００ 余人，１９４３ 年冬日军在山西大肆“扫荡”，更是一夜间逃入 ３ 万余

人。 参见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１７ 页。



进一步加剧了该地的人地矛盾。 数据显示，绥德分区人口密度为 ４７．４ 人 ／平方千米，其中绥德县和吴堡县更

是分别达到每平方千米 ７３ 人和 ８３ 人。 然而，整个边区人口密度为 １５．２ 人 ／平方千米，即便是延安周边地区

也只有 １６ 人 ／平方千米，绥德地区人口之密可以想见。① 更重要的是，绥德分区不仅人口相对稠密，而且大

部分是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新区，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 尽管党把“减租减息”确定为抗战时期解决土地问

题的基本政策，但绥德分区贯彻落实不彻底，“很多地方存在着明减暗不减的现象”。［１３］７３根据绥德县一个村

的统计，全村 １４ 个租户中按照政策规定六成交租的只有 １ 家，“其余 １３ 家都照原租额交租”。［２５］６６

绥德分区这种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土地集中于地主的情况，造成两个极坏的后果：一是可耕地都被利用，
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二是农民受尽地主剥削，生活水平低下。 尽管绥德分区属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

式，但由于地力的尽量利用导致土壤逐渐贫瘠、肥力持续下降，平均亩产量只有 ０．９４ 斗，仅略高于地近沙漠、
环境恶劣的三边分区，更不如广种薄收的直属各县。 “在耕地少、人口多且亩产低的条件下，绥德分区粮食

人均年消费仅有 ６ 石，处于边区最低水平。” ［２６］１２部分群众生活难以为继，就只得向南部迁移，米脂县一个村

３８９ 名劳动力中到“南路”做工、种地、赶牲口的合计达 ４８ 人，“约占全村劳动力的八分之一”。［２７］１３

除绥德分区外，边区大部地广人稀，特别是延属分区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却苦于劳动力不足。 以开垦

荒地为中心的春耕运动一直以来就是边区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得开荒活动更

为活跃。 但是，延安周边的直属各县劳动力缺乏，耕地面积扩增缓慢，成为边区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直到

１９３９ 年，边区 ４０００ 万亩的可耕地中已耕面积还仅为 ９００ 万亩，“尚有广大地面可供开发”。［２４］１１２１９４１ 年 ９
月，延安县县长刘秉温在该县参议会上表示，该县荒地占土地面积的 ２ ／ ５，劳动力仍感不足。 延安县四科长

吴力永直接负责该县经济建设，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缺乏的窘境深有体会，“我们只怪历史上给延安县遗留

的人口太少了”，这导致发展生产遇到许多困难，所以“不怕移来的人多，愈多愈好”。［２８］

总之，绥德分区耕地稀少、人口稠密而延属分区土地广阔、劳动力缺乏的矛盾长期未能得到解决，严重制

约着两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这既是民众自发迁移的现实考量，也是党和边区政府开展移民

运动的深层次原因。
三、政策支持：中共对“下南路”的应对与调适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乱、灾荒以及苛捐杂税等因素，不断有流亡难民从沦陷区和国统区进入边区，边
区内部也存在移民活动。 在应对和处理移难民问题时，党和边区政府大体上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因应

的过程，即从单纯赈济救助转变为鼓励移民垦荒。
（一）抗战初期救济难民工作

中共中央和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时，面对的是一个长期遭受战争创伤和灾荒肆虐的陕北社会。 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陕北民众受战争影响过甚，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下南路”逃荒者啼饥号寒，国民政府却无

力解决。 随着中共中央于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进驻延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此时，大批难

民受战乱、灾荒等因素涌入边区，“下南路”移民活动继续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治理好陕北地方社会，
如何建设模范边区，如何巩固抗日根据地，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执政考验。

起初边区人口流动整体上还处于自流状态，党和边区政府实行救济难民的政策，对难民更多的是赈济与

救助，没有普遍安排其从事生产。 边区政府成立前，一般将难民纳入优待红军工作人员家属政策当中，以此

作为救济办法之一。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抽拨两万元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工作人员家属和难民。
同年 ６ 月，《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实施计划（１９３７ 年 ７ 月－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提出，要救济流亡难民、红属、工作

人员及退伍士兵，帮助调剂粮食并贷以资金维持其生活。 边区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对难民的救济安置工

作，发布了一系列专门政策和指示。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５ 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关于边区赈济难民的刍议》的
社论，指出在紧张的抗战局势下，难民问题关乎抗战大局，是亟应解决的问题之一。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边区

《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指出，无论外来难民还是区内贫民，只要生活困难即予以救济，其中“积极中的积极

办法”应当是将难民“加以政治的、军事的训练”，［２９］６７然后组织回乡，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打击敌人。
显然，在大生产运动深入开展以前，党和边区政府对难民的处理倾向于较为被动地救济。 尽管 １９４０ 年

２５

①参见梨小苏《陕北榆林经济概况》，《西北研究》１９４１ 年第 ７ 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

济史料摘编》第 １ 编（总论），长江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７ 页。



以前边区也偶有收容移民开荒的行为，但更多是出于避免使其“走入饥饿死亡或流为盗匪”。［２４］１２１此时边区

对待移民更多的只是安置照顾，组织开荒耕种只是作为一种积极的救济手段，并没有主动招徕移民。
（二）移民政策的确立与完善

边区的移民政策是在面临严重困难并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一背景下逐步确立与完善的。 一方面，窘绌的

财政越来越难以负担庞大的赈济经费，必须改变传统的救助办法而组织移民自救；另一方面，边区中心区域

劳动力的缺乏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利用移民以增加人口成为边区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此外，部
分移民南下后生活困难，受到当地民众的排挤，需要干预纠正。 因此，移民政策的颁布首先包含了保护移民

的出发点，及至后来优待并发动移民垦荒就既包含着使移民翻身致富达到社会救助的目的，也包含着利用移

民群体这一劳动大军发展生产、繁荣边区经济的目标，而且后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边区组织发动移民进行开荒生产的指向性越来越强。 党和边区政府及时

转变思路，主动介入这一自发、自流的迁移活动，工作重心也由赈济转为组织移民生产自救。 经中共中央批

准，边区颁布“五一施政纲领”，把“奖励外来移民”作为“发展农业生产” ［３０］９２的重要手段。 在 １９４０ 年经济建

设计划中，边区党委和政府提出应该颁布优待条例，通过分配土地、免缴公粮的办法来吸收移民，增加边区人

口。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１ 日，《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公布了移民优待条例，边区移民政策初步确立。 此后，
边区政府陆续颁布大量决定、办法、条例，边区移民政策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见表 ２）。

表 ２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移难民政策文件

颁布时间 文件名称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１ 日 《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

１９４０ 年 《移民垦殖暂行办法》①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关于优待移民的布告》

１９４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 《颁布优待难民办法的布告》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６ 日 《为公布优待移民实施办法》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５ 日 《优待移民实施办法补充要项》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关于安置难民的通令》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巩固移民并准备大量移民条件》

１９４５ 年 《１９４６ 年移民计划及实施办法》

　 　 资料来源：朱鸿召《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１－１１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２ 编（农业），长江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边区的移民政策逐步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优待对象从区别对待到一视同仁，不再区别对待

移民、难民，《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将符合条例所列情形的垦荒者统一称为“移难民”，并同等适用政策。
第二，优待办法从随意性大到量化固定，如将“免纳二年至五年之土地税（或救国公粮）” ［３１］８４统一为三年免

征以保证公平合理。 第三，边区内部的“下南路”移民逐渐受到重视，《优待移民实施办法》明确将区内移民

纳入优待政策，“绥德分区各县和神府县移入延安、甘泉、安塞、保安、华池等县，从事农业开垦者，均为移民，
得享受本办法的优待”。［３２］２１１

尽管 １９４０ 年到 １９４２ 年边区制定了一系列移民政策，但移民效果不佳，出现移民增长率下降的情况，绥
德分区“地少人多的基本问题仍未解决”。［３３］ 此外，由于抗战以来边区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尤其是在历年

３５

①《移民垦殖暂行办法》颁布时间，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记载：“可能是 １９４０ 年文件。”（该书

出版信息见表 ２ 资料来源）由于边区政府在此之后的历次政策回顾中并未提到该文件，考察其政策内容明显超前，与前后政

策没有连贯性，推断其并不是 １９４０ 年颁布或当时并未公布施行，故而存疑。



开荒运动的开展下，延属分区“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速度是远落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之后”，［２９］４５６要想做到全部

开发与利用，“尚有待于大量移民”。［３４］在这一背景下，１９４２ 年初由高岗率领的西北局考察团到绥德、米脂一

带进行调查研究，在搜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认为“绥、米地少人多，应提倡大

量移民，使与地多人少的某些老边区相调剂”。［２７］２２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边区中心工作的正确方针，毛泽

东肯定了移民政策对边区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指出“移民是发展农业的条件之一”，［３５］７５６而开荒是农业生

产的第一步，也是边区增加粮食的重要手段，应该“主要靠招集移民来开”，而且“移民条件现在是有的，各县

应做很大的组织工作”，［３５］７６９即各级政府动员组织移民南下生产。 会议闭幕后不久，边区政府即颁布了《优
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标志着边区移民政策基本成熟。 正是由于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移民政策并不断

发展完善，从而为开展“下南路”移民运动奠定了政策基础，适应了边区迅速增加人口、发展生产的需要。
（三）移民运动的移出与安置

随着组织发动移民的指向性越来越强，加之边区移民政策逐渐成熟，党和边区各级政府上下联动、密切

配合，边区的移民工作尤其是“下南路”移民活动成为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
作为边区移民运动的主要迁出地，绥德分区针对群众当中乡土观念根深蒂固、谣言蛊惑人心以及资金缺

乏等搬迁的实际困难，采取了一系列动员办法：宣传鼓动，解释优待政策，用发财致富的实际例子发动移民；
积极帮助移民解决各种困难，为其顺利南下提供保障；树立模范，开展移民竞赛，带动全区移民热潮；贫富合

作，鼓励投资开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经过政府组织动员，大量移民积极南下，移民运动取得显著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绥德地区约有 ５ 万人“下南路”（见表 ３）。 尤其是在 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４ 年，边区开展了

“马丕恩移民运动”和“汪丕应移民运动”，移民人数因此大幅增加。 “马丕恩移民运动”①主要是政府依靠各

级干部向群众宣传边区优待移民的政策和马丕恩勤劳致富的事迹，从而动员移民南下。 清涧县实行“干部

领头走” ［３６］的办法，给予区乡干部一定的移民任务，如城关区助理员惠安藻和二乡乡长陈进禄率领 １２ 名群

众一起南下开荒。 与“马丕恩移民运动”相比，“汪丕应移民运动”“不仅规模宏大具有组织性与计划性，且多

系由群众领袖号召，人民普遍响应”，［３７］ 真正实行了毛泽东所要求的发动移民“要靠政府和人民配合来

做” ［３５］７７１的办法。 以汪丕应组织的移民大队为先导，绥德分区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发动移民南下的移民英雄，
移民数量在 １９４４ 年达到历年顶峰。 单是米脂县截至 ３ 月底就移出 １０５７ 名劳动力，远远超过全年移出 ５００
人的计划，成为“从一般号召与少数的个别动员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转变的起点”。［３８］

表 ３　 抗战时期绥德地区（分区）“下南路”移民统计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合计

户数 ８５２７ １３０４ ４７１ １８３６

人口 ２７７４０ ５３１８ １４８３ ４９６１ ７０６９ ３４２６ ４９９９７

全劳动力 ５７１ ２２９３

半劳动力 ２３５ ４７３

合计劳动力 ６８８．５ ２５２９．５ ５９２８

　 　 资料来源：１．１９３７－１９４０ 年移民数出自《边府划定移民垦区，颁布优待办法，设立移民站》，《解放日报》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
第 ４ 版。 ２．１９４１ 年移民数为 １９４１ 年 １－４ 月统计数据，出自《四个月移民一千余户》，《解放日报》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第 ２ 版。 ３．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移民数出自《绥德分区移民统计表》，榆林市档案馆，档案号：０００６－０１－１９４３－Ｙ－０００７－０００４；中共西北中央局调

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编印，１９４４ 年，第 ５－６ 页。 ４．１９４４ 年的移民数出自《绥德分区地委

会专员公署联合指示———关于 １９４５ 年发动移民南下生产的指示》，榆林市档案馆，档案号：０００６－０１－１９４５－Ｙ－０４４８－０００１。 ５．
１９４５ 年移民数出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９ 编（人民生活），长江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０６－３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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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１９４２ 年马丕恩一家从米脂移到延安，仅一年时间就摆脱赤贫，生活迅速改善。 边区政府特予嘉奖，并通令各县普遍宣传

马氏父女的模范事迹，号召群众努力生产。 绥德分区各县利用这一生动实例开展“马丕恩移民运动”，派干部下乡宣传组织移

民。



历史上，“下南路”移民迁入地主要是陕北南部，即边区直属各县（１９４２ 年设立延属分区）；与以往不同

的是，在这场移民运动中移民得到了边区政府的精心安置，边区采取政府赈济、发放贷款和群众互济相结合

的办法尽力解决移民初来时的困难。 大批移民来后能安居乐业，“首先因为边区人民与政府给他们解决了

物质上的困难”，［３９］９提供粮食、农具和贷款等方面的帮助，建立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基

础，逐步改善生活才有了可能。 此外，边区还采取措施充分满足移民各方面需求：平等的民主政治权利、衣暖

食饱的经济生活、和谐互助的情感认同，从而保障移民迅速融入迁入地的日常生活。 由于绝大多数都属于农

民，“下南路”移民主要从事垦荒、纺纱和做工等生产事业，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支生产劳动军”。［２８］对于

移民来说，“下南路”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从事生产，只有生产才能获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对于边区来

说，鼓励移民自力生产既是边区安置移民的积极手段，也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重要措施。
可见，从赈济救助到移民政策的完善，再到移民运动的开展，抗战时期党和边区政府对“下南路”移民问

题的处理经历了由被动转为主动、从逐渐适应到加以合理利用的过程。 这一因应之策优化了人口分布，凝聚

了政治认同，推进了文化传播，对发展边区经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支持长期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回望历史，抗

战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实践中同样取得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辉煌成就，“下南路”移民运动即

是一例。 “下南路”作为一种逃荒性质的迁徙活动曾在古代陕北社会非常普遍，但在缺乏官方帮助和组织下

的移民活动是自发的零星的，移民也难以立足并长久居住。 而在抗战时期，党在边区开展了局部执政的实

践，开启了陕北社会重建的新纪元。 同时，密切联系群众、改善人民生活也是党的执政基础，“如人民（主要

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４０］４５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安置成为边区一项利党利民的重要工

作，同边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为了适应发展经济、巩固边区和坚持抗战的需要，党巧妙利用

传统资源化被动为主动，将“下南路”这一历史上农民自发的逃亡路、谋生路变为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富

裕的翻身路、致富路，凸显出在复杂形势下党的创新思维和应变能力。 与青年为追求政治理想而北上“到延

安去”相对应的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改善自身生活水平而“下南路”，两者共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强大

“磁场”和美好“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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